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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理解中国环境治理过程的关键在于打开地方政府响应中央环境议程
的“黑箱”。不同于其他研究将地方政府的环境政策响应行为视为政策执行的结
果，论文认为采纳不等于执行。政策采纳是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进行转化、转
译以及再生产的过程。基于栖居制度视角，研究建构了分析地方政府环境政策
采纳模式的制度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对无锡、广州和武汉河（湖）长制的
采纳过程进行了追踪。比较案例分析发现，随着中央政策作为外生冲击进入地
方政府治理场域，地方政府构建了三种政策采纳的制度模式：嵌入（典型案例
为无锡）、吸纳（典型案例为广州）和脱耦（典型案例为武汉）。政策采纳模式
的差异是受地方环境治理场域中的制度逻辑（包括环境治理的制度安排和文
化－认知要素）、政社关系结构以及地方政府对于河（湖）长制的机会认知共同
影响的。研究突破了既有环境治理研究的央地一元结构视角，强调了时间和地
方情境的意义，揭示了地方政府环境政策采纳的复杂过程、机制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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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随着“三大攻坚战”的提出，近年来，环境保护成为中央政府的重要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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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中央政府设置了大量的环境议程，如水环境保护、大气污染防治、碳达
峰和碳中和，以提升环境质量。然而，这些目标的实现都依赖于地方政府的实
践。地方政府的环境政策采纳、转译（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与转置（ｔｒａｎ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过程
和机制是理解环境治理绩效的关键。本研究将地方政府的环境政策响应行为视
为其对中央政策压力的制度采纳行为。面对中央政府的制度压力，地方政府会
遵循什么政策采纳模式？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地方政府的采纳模式？

地方如何响应中央政策压力是中国环境治理研究的重要议题。总体来看，
当下研究主要将其视为环境政策执行问题。一方面，在央地互动结构中，央地
之间的激励与控制结构使得地方政府采取多种策略扭曲或消解中央政策，导致
执行失灵（Ｔｉｌｔ，２００７；Ｖａｎ Ｒｏｏｉｊ ＆ Ｌｏ，２０１０；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另一方面，
在“环境威权主义”视角下，中央政府并非无能为力。中央可以通过多种方式
促使地方政府执行环境政策，完成环境治理目标（Ｒｏｓｓ，１９９８；Ｓｔａｌｌｅｙ ＆ Ｙａｎｇ，
２００６；Ｂｅｅｓｏｎ，２０１０；Ｇｉｌｌｅｙ，２０１２）。然而，自上而下的研究虽强调中央政府
的能力，却忽视了地方政府在响应过程中的自主性；自下而上的研究虽关注地
方情境，却忽视了地方情境的异质性。结构性视角也忽视了地方治理历史对响
应过程、机制和策略的影响。

本研究认为，采纳不等于执行。地方对中央环境政策的响应应被视为政策
采纳过程。区别在于，政策执行关注“应该执行什么”，政策采纳则关注“发生
了什么”和“做了什么”（Ｈｕｐｅ ＆ Ｓａｅｔｒｅｎ，２０１５）。当下有关环境政策执行的研
究主要聚焦于地方执行的结果，以及其是否偏离了中央的政策意图。但是，中
央政策进入地方，被地方政府采纳，进行政策实践，输出政策结果，这一过程
跨越了多个层次，由多个主体参与（Ｈｕｐｅ，２０１４）。仅仅将地方是否响应政策
视为政策目标的偏离与否，既不能很好地理解地方的环境治理行为，也无法有
效解释环境治理绩效。理解这一过程需要纳入权力、利益、观念等复杂的地方
制度要素。

通过将地方的环境政策响应过程视为政策采纳问题，本研究在栖居制度
（ｉｎｈａｂｉｔｅ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的视角下构建了分析地方政府环境政策采纳模式的概念框
架。随着中央环境政策作为外生冲击到达地方政府，在中央的制度压力下，地
方政府会采取多样化的制度遵从模式———包括嵌入、吸纳和脱耦。这种差异受
到地方环境治理场域内的历史制度逻辑、政社关系以及对中央议程的机会认知
的影响。在这一框架的指引下，在河（湖）长制的经验情境下，通过对无锡、
武汉和广州河（湖）长制采纳的制度历史进行跟踪，本研究对该概念框架进行
了讨论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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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环境政策中的央地互动

当下有关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响应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策执行。政策执
行研究主要基于委托－代理视角。中央政府作为委托方，设定环境治理目标，
考核治理结果；地方政府作为代理人，完成中央设定的环境治理任务。在这一
视角下，央地间的结构性互动，或者说中央的控制能力与地方执行失灵之间的
张力，决定了环境政策的执行结果。

自下而上来看，环境政策执行的研究聚焦于地方政府执行失灵。基于地方
保护主义（Ｖａｎ Ｒｏｏｉｊ，２００６），为了发展地方经济，环境治理在地方的优先性较
低（Ｔｏｎｇ，２００７；任丙强，２０１８）。地方可能采取多种策略扭曲或消解中央政
策，如不执行或象征性执行（Ｔｉｌｔ，２００７；Ｖａｎ Ｒｏｏｉｊ ＆ Ｌｏ，２０１０）、“数字游戏”
（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７）、有限遵从（刘江，２０１９）等。执行失灵主要缘于中央的激励
与控制结构，如干部晋升与问责制，导致地方官员将经济发展置于环境问题之
上。地方环境保护面临政治激励不足与财政约束的问题，地方政府缺乏环境治
理的动力和能力（张凌云、齐晔，２０１０；Ｋｏｓｔｋａ ＆ Ｍｏｌ，２０１３；Ｃｌａｒｋ ＆ Ｒｉｉｓ，
２００１；Ｍａｒｋｓ，２０１０）。

但是，地方执行失灵研究低估了中央政府的能力和努力。中央政府并非无
能为力，在环境威权主义视角下，中央拥有丰富的手段化解执行失灵。例如，
中央政府可以采取政治、经济和道德方式激励和约束地方政府官员（冉冉，
２０１３）；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等策略强化对地方政府的监督（Ｚｈｏｎｇ ＆ Ｍｏｌ，
２０１０）；引导地方整合经济目标与环境目标（Ｌｏｒｅｎｔｚ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抑或进行
非常规治理，自上而下进行环境动员（刘江，２０１９）。

作为理解地方环境政策响应的基础，结构性的委托－代理视角存在一些缺
陷。第一，央地一元结构假定地方政府是消极的和被动的（Ｒａｎ，２０１３），忽视
了地方政府在回应地方环境治理需求方面的能动性和积极性。例如，地方政府
可能超越中央政策要求，支持地方环境产业发展（Ｎａｈｍ，２０１７）。第二，地方
是抽象的地方。什么要素构成了地方情境，以及地方情境如何影响环境政策的
执行过程仍然模糊。例如，抽象的地方保护主义这一概念（Ｖａｎ Ｒｏｏｉｊ，２００６）
无法有效识别地方环境治理结构中的多层次、多主体等复杂治理要素。第三，
时间被忽视了。政策执行的核心是分析中央的意志或目标是否得以实现，以及
地方执行的制度后果，即地方政府是否和多大程度上遵从中央政策，以及政策
实施效果如何。但是，地方政府环境政策采纳是嵌入在地方环境治理情境中的，
中央环境政策仅仅是地方环境治理的外部冲击，地方会基于治理情境进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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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采纳，同时，采纳的过程与机制是在时间中展开的。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中国环境治理过程中的多层次性，以突

破线性的央地一元结构观。通过纳入地方政府多重和复杂的目标，拆解环境政
策执行中的决策过程和各层级和部门间的互动，这些研究尝试整合中国环境治
理中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过程（Ｈｏｍｓ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这些研究从环境治理
的复杂性出发（Ｏｎｇａｒ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吴淼、郭瑞莲，２０２１），将地方环境政策
执行视为一个多中心、多部门、多行动者互动的过程（Ｗｅｓｔ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
沿着多任务－委托代理链条，地方政府需要协调多重目标———尤其是经济与环
境目标，和多政治任务之间的冲突（Ｚｈａｎｇ，２０２１）。在组织内部，地方政府会
主动调适内部的组织权力与资源结构（庄玉乙等，２０１９），采取不同的谈判策略
进行执行博弈（王智睿、赵聚军，２０２１）；在组织外部，地方政府会管理与其不
同类型和层次的行动者的互动（Ｓｈｉｎ，２０１７）。但是，这些研究仍然是探索性的。
要打开地方政府环境政策采纳的“黑箱”，需要拆解影响环境政策实践的地方治理
情境，追踪纵向－横向治理网络对地方采纳的影响（Ｗｅｓｔ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

三、栖居制度视角下的地方环境政策采纳

（一）分析框架：栖居制度视角下的地方环境政策采纳
如前所言，打开地方环境政策采纳过程的“黑箱”需要构建更为综合的理

论框架。这一框架既能界定影响政策采纳行为的因素，又可以理清内在的机制。
近年来，随着多层次治理开始与政策执行过程研究整合，制度分析逐渐成为分
析政策转译、转换以及执行的新视角（Ｍｏｕｌｔｏｎ ＆ Ｓａｎｄｆｏｒｔ，２０１７；Ｐｅｍｅｒ ＆
Ｓｋｊｌｓｖｉｋ，２０１８；Ｓａｎｄｆｏｒｔ ＆ Ｍｏｕｌｔｏｎ，２０２０）。在制度分析视角下，地方的政策
采纳行为被界定为地方政府在外生制度压力下进行的制度化尝试。中央政策最
终是否，以及如何内化为地方政府的治理实践，是政策采纳分析的焦点。要理
解地方政府的转译过程、机制和结果，栖居制度视角构建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不同于早期研究将制度在组织的制度化中视为制度扩散问题（ＤｉＭａｇｇｉｏ ＆
Ｐｏｗｅｌｌ，１９８３），栖居制度视角关注制度“进入”组织场域的过程。一方面，栖
居制度视角将外生制度在组织中的制度化视为跨层次的“走向地方”（ｇｏｉｎｇ
ｌｏｃａｌ）的过程（Ｈｅｉｍｅｒ，１９９９；Ｈａｌｌｅｔｔ，２０１０；Ｃｒｉｌｌ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另一方面，
走向地方的过程是嵌入在原有的多行动者以及多制度安排所构建的组织场域之
中的。原有的制度安排是组织响应制度压力的中介（Ｈｅｉｍｅｒ，１９９９；Ｂｉｎｄｅｒ，
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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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栖居制度视角下，组织是否采纳制度实践是一个松散的过程。一方面，
外生制度本就是松散耦合的（Ｈｅｉｍｅｒ，１９９９；Ｂｉｎｄｅｒ，２００７）；另一方面，即便
组织采纳了制度安排，其仍需内化到组织各个部门、运作过程和代理人之中
（Ｈａｌｌｅｔｔ ＆ Ｖｅｎｔｒｅｓｃａ，２００６）。对于组织而言，制度化不是非此即彼，而是过程、
机制和策略问题。组织对制度压力的意义构建（ｓｅｎｓｅｍａｋｉｎｇ）、框架化
（ｆｒａｍｉｎｇ）、阐释（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和转译等，是理解制度化过程和机制的关键（Ｆｉｓｓ
＆ Ｚａｊａｃ，２００６；Ｍｒｚ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张文琪、朱志勇，２０２２）。认知和阐释与组
织场域有关的情境，包括理念、制度安排和权力结构紧密关联。最终，制度冲
击、组织场域以及组织对制度的认知和转译决定了组织回应制度压力的结果。

栖居制度视角为理解中国地方环境政策采纳行为提供了重要基础。在栖居
制度视角下，地方的环境政策响应是地方化的制度转译过程。这一过程嵌入在
地方环境治理场域，并在时间中展开。基于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分析地方环境
政策采纳的理论框架（如图１所示）。在这一框架下，从中央的环境政策压力来
看，地方政府如何响应中央政策，既取决于中央政策的属性，也取决于地方治
理场域的特征和各行动者之间的互动。

图１　 分析框架：地方环境政策采纳过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政策采纳模式及其影响因素
１ ． 多样化的政策采纳策略
在栖居制度视角下，即便是强制性制度压力，在地方治理场域内，地方政

府仍然拥有制度空间（Ｐａｃｈｅ ＆ Ｓａｎｔｏｓ，２０１３）。地方政府在采纳中央政府政策
的过程中，根据政策目标和制度安排两个维度，可以界定不同的政策遵从策略。

一是在政策目标和制度安排两个维度完全遵从中央政策要求。从制度安排
来看，地方政府与原有制度安排割裂。在政策实践方面，或其技术内核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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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完全按照中央的要求和部署运行。此时，中央和地方的政策紧密耦合。
二是在治理目标上与中央政策兼容，但其制度安排的遵从度较低。地方延续原
有的治理实践，中央的制度安排被零散地组装其中。随时间的展开，符合地方
治理需求的政策目标和制度安排逐渐被整合，不能有效整合的政策要素则被消
解、象征化或者搁置。最终，地方的采纳是选择性的。三是地方的政策“外壳”
严格遵从中央要求，但在面临强的外部制度压力时，其政策实践却与政策“外
壳”分离，也与中央的政策目标相背离。地方对中央制度安排要求的回应是对
既有政策实践的拼凑或捆绑，中央的政策目标最终可能无法内化到地方的治理
实践。①
２ ． 何以差异？
随着中央政策“下沉”，地方政府的政策采纳策略是嵌入在地方环境治理场

域中的。所谓治理场域，是指围绕地方环境治理，基于业务或利益关系，与环
境议题相关的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市场主体和公众所建构的组织和制度安排，
包括规则、文化以及意义系统等（Ｓｃｏｔｔ，２０１４）。在特定的治理场域内，地方政
府对中央政策压力的识别和认知是地方环境政策采纳的第一步。同时，原有的
制度安排和理念所构建的制度逻辑，以及地方环境治理中的政社关系结构是影
响环境政策采纳的重要变量。这些变量也影响地方政府对于政策冲击的机会认
知，最终影响地方政府的环境政策采纳策略和模式。

（１）制度逻辑。栖居制度视角最核心的假定是：地方治理场域所建构的制
度逻辑是理解组织制度响应的核心变量。所谓环境制度逻辑，是指围绕环境治
理所建构的治理制度安排（即规制性和规范性要素）和文化认知要素的整合体
（Ｓｃｏｔｔ，２０１４）。在地方环境治理场域，治理制度安排主要包括各部门之间的权
力结构以及跨部门协调机制。其中，环境部门在地方政府中的地位及能力
（Ｒａｎ，２０１７）及其在跨部门协调中规划、动员和协调其他部门的能力（Ｌｉ ＆
Ｃｈａｎ，２００９），是地方环境治理制度能力的核心指针。此外，制度逻辑的另一要
素是文化认知，包括地方环境议题的话语体系以及价值观等（Ｓｃｈｏｆｅｒ ＆ Ｈｉｒｏｎａｋａ，
２００５）。文化认知因素主要包括地方政府是否将环境治理问题视为优先事项以及
环境治理工具的选择。

根据制度安排和文化认知要素，可以识别三种环境治理制度逻辑。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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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两个维度可以构建四种纯粹类型。其中，“低目标遵从”与“低制度安排遵从”可被
视为“不采纳”。然而，在现实场域中，在强制度压力下，“不采纳”几乎不存在，尤其是在
中国央地结构下。



当地方政府将环境治理视为工程或技术问题时，可将其界定为工程逻辑。在工
程逻辑下，地方政府的政策目标以及对环境治理的认知主要是降低污染或达到
特定绩效需求。工程是主要工具。制度安排主要围绕拥有环境工程分配权的部
门进行组织。其二，当地方政府将环境治理视为行政问题时，可将其界定为行
政逻辑。在行政逻辑下，地方政府的目标是避责，同时降低行政成本。此时，
制度安排主要以自上而下的命令－控制结构为主，其运作主要通过行政问责进
行。其三，当地方政府将环境问题视为治理问题时，可将其界定为治理逻辑。
在治理逻辑下，地方政府的目标是构建治理机制实现环境的可持续治理。在制
度安排上，治理逻辑强调通过综合性的、可持续的治理工具达到目标。治理逻
辑一般由环境部门主导，且强调跨部门、跨区域和跨政府———社会边界的协调
和合作机制的建构。

（２）政社关系结构。当下研究发现，政社关系影响了环境治理工具的建构
以及环境治理目标的型塑。例如，大规模和强能力的环保组织可以对政府施压
（ＢｒｏｍｌｅｙＴｒｕｊｉｌｌｏ，２０１２）；地方官员、媒体、非政府组织和“活动家”可以通
过建构价值共识，或利用央地之间的不协调（Ｌｏｈｍａｒ，２００９）将其意见成功输
入政策议程；地方环保组织还可以利用既有政策框架与相关部门进行协商
（Ｚｈａｎ ＆ Ｔａｎｇ，２０１３）；公众舆论也会触发和影响环境政策议程（Ｌｏ ＆ Ｌｅｕｎｇ，
２０００），促进环境治理的可持续（Ｅｎｓｅｒｉｎｋ ＆ Ｋｏｐｐｅｎｊａｎ，２００７）。不仅如此，地
方政府在环境治理过程中可能主动向不同的参与者，如公民、媒体、专家等，
开放议程、决策或监管空间，构建“响应式的威权主义” （Ｖａｎ Ｒｏｏｉｊ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或“协商式的威权主义” （Ｄａｉ ＆ Ｓｐｉｒｅｓ，２０１８）的政社结构。基于此，
政社关系结构不仅影响制度逻辑的建构，也影响地方环境制度安排———特别是
公众参与，以及环境认知，最终影响地方环境政策的采纳。

（３）机会认知。随着制度压力的下沉，组织对于制度压力的认知与阐释是
理解制度化的关键（Ｆｉｓｓ ＆ Ｚａｊａｃ，２００６；Ｍｒｚ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从地方来看，中
央环境政策既可能增加地方的治理负担，也可能带来新的资源、动力或机遇。
中央可以改变地方的政治经济激励以影响地方对治理目标的选择；同样，地方
也会基于自身治理目标和情境转译中央政策，塑造新的治理动机。地方原有的
制度安排和治理能力会通过“找问题”的过程，影响地方对政策冲击的认知
（Ｍａｒｃｈ，１９９４；郭跃等，２０２１）。地方政府的治理目标与政策目标的匹配也影响
机会认知。随着匹配度的上升，制度遵从成本下降，政策冲击被视为政治机会
的可能性也会上升。最终，不同认知影响地方政府环境保护的注意力投入和政
策激励，进而影响政策采纳。

·１０１·

嵌入、吸纳和脱耦：地方政府环境政策采纳的多重模式◆



四、研究方法

本文将地方环境政策采纳问题置于河长制经验情境下。２００７年，因太湖蓝
藻危机，江苏无锡将河长制推入全国视野；２０１６年１１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以下称《意见》），要求全国
全境范围内在２０１８年底全面建立河长制。河长制为地方环境政策采纳构建了非
常复杂的情境。一方面，《意见》对河长制进行了统一部署。在政策目标方面，
中央要求各地通过“完善水治理体系、保障国家水安全的制度创新”来解决
“九龙治水”问题。在制度安排方面，《意见》要求各地“落实属地责任，健全
长效机制”；围绕组织领导协调机制、区域联防联控机制、激励问责机制、社会
监督机制等出台工作方案；明确进度安排，在两年之内全面建立河长制。另一
方面，由于水环境治理的复杂性，《意见》所要求的“管理体制创新”是模糊
的，地方政府拥有较大的阐释空间。

从政策目标和制度安排遵从两个维度，可以区分地方政府的河长制采纳行
为。高政策目标遵从意味着地方政府对河（湖）长制进行了实质性采纳，在环
境治理中投入较大注意力资源，将水环境治理置于地方政府的优先事项。低目
标遵从则反之。高制度安排遵从体现在正式机构设置与运作上，地方政府正式
依托河长制办公室进行水环境治理，且在实际运作中采纳了新的跨界协调、问
责考核、民间河长等制度安排。低制度安排遵从则反之。

在中央统一部署下，给定多种采纳策略，地方政府会如何选择？为了追踪
地方政府河长制采纳的差异化模式，本研究采用比较案例研究方法。遵循最大
差异逻辑，基于地方政府在目标与制度安排的遵从差异（见表１），本研究选择
无锡、广州和武汉三个市级政府的河长制采纳过程作为典型案例。

表１　 三个典型案例的因变量差异分析
目标遵从度 制度安排遵从度

无锡 高 高
广州 高 低
武汉 低 高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针对每个案例，本研究系统地搜集了大量资料（见表２）。第一，在各地方
政府水务局和环保局官方网站上，以关键词“水环境治理”与“河（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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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等进行搜索，以获得相关政策文件与新闻报道。第二，搜集各地实施河长
制前后的水资源公报与环境状况公报。第三，搜集河长制实施前后的地方政府
工作报告。第四，通过相关文献查阅，补充地方治水历史以及当地环境治理结
构等资料。此外，研究团队于２０１９年６ － １２月期间对武汉市河（湖）长制办公
室的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以验证和补充二手数据。

表２　 三个典型案例的二手数据来源
水务局与环保局官方网站 水资源公报与环境状况公报 地方政府工作报告

无锡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有关河（湖）长
制的政策文件与新闻报道３５份 ２００７—２０１８年环境状况公报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无锡

市政府工作报告

广州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有关河（湖）长
制的政策文件与新闻报道８１份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环境公报与水
资源公报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广州
市政府工作报告

武汉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有关河（湖）长
制的政策文件与新闻报道１８份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环境公报与水
资源公报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武汉市
政府工作报告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五、比较案例分析

（一）无锡：从“先行者”到激进遵从者
作为河长制“先行者”，无锡市政府在《意见》出台后没有保留原有河长制

安排，而是进行全面改造，表现为对中央河长制的激进遵从。无锡“新河长制”
在制度安排和目标方面都与２００７年蓝藻危机后建立的河长制存在明显断裂。其
一，无锡政府重构了正式权力结构。在组织领导机构设置上，市河长办的牵头
和设置单位从环保局①变为水利局。其二，无锡对跨界治水机构和机制进行了调
整。２０１０年设立的专管太湖综合治理的“市太湖办”被纳入新河长办。２０１９年
又按中央“一河（湖）一策”的要求，与苏州共同建立了望虞河联合河长制。
其三，断裂也表现为新的公众参与制度的建立，即“民间河长”。

从无锡治水的制度历史来看，这种断裂与地方情境有关。第一，由行政逻
辑主导的历史制度安排。在蓝藻危机后，为了化解治水职责分割的问题，无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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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无锡市政府关于印发无锡市太湖蓝藻防治应急预案的通知》 （锡政发〔２００７〕
２１７号）中，市环保局承担了核心职责，如立足长期治理，制订专项规划和减排方案等。
２００８年，无锡“河长制”领导小组的架构中，小组成员包括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
部、市发改委、经贸委、财政局、环保局，水利局并不是核心成员。



通过强行政机制建立河长制，以维护水环境安全。河长是第一责任人，省—市
—县各级河长分工明确（无锡市“河长制”管理工作领导小组，２００９）。这一
安排复制了行政体制，其运作是行政主导的。随后，无锡治水系列法规的出台
也巩固了行政避责逻辑的形成。２００７年无锡市出台《关于对市委、市政府重大
决策部署执行不力实行“一票否决”的意见》；２００８年起，两届市人大常委会
先后制定了以《无锡市水环境保护条例》为核心的８部“史上最严‘涉水’法
规”。在危机后的连续７年内，无锡环境状况公报都显示，通过各种治污手段，
太湖“安全度夏”的目标得到了实现。但是，在连续达标后，太湖治理转入了
维持式的行政运作。２０１５年， “太湖的部省联席会议已两年未开” （李昌禹，
２０１５）。

《意见》出台后，对于“先行者”的无锡而言，中央政策是重要的政治机
会。首先，无锡市确立了新的政治目标。２０１６年，江苏省被规划为国家级“生
态示范区”，打响了全国推行河长制的“第一枪”。在省政府推动下，无锡从
２０１７年开始，持续地将争取“典型示范”作为其政策目标，以“成功跻身首批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其次，争取更多的资源投入。在“争当典型”中，
无锡市于２０１８和２０１９年分别获得中央水利发展资金２８１万元和５６０６万元。可
见，中央的《意见》对无锡提供了重要的政治激励。

在采纳中央河长制的过程中，无锡延续了行政逻辑。一方面，如前所言，
在行政逻辑下，无锡对政治激励有敏锐的嗅觉。另一方面，无锡在执行过程中
强化了问责的力度。２０１７年，按照中央要求，首个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规定在无
锡出台，４８个部门分别认领了１９３项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至２０１７年１１月，有
１７人因实施不力被问责。同年８ － ９月，江苏省开展环保督查行动，对无锡开出
的罚单金额为８９１万元，行政拘留５人。２０１８年，《无锡市市（县）、区级河长
履行河道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职责考核办法（试行）》进一步规定了河长的职责。
强问责的实施意味着中央治理工具实质性地进入了地方水环境治理过程，也说
明无锡主要是在行政逻辑下沿着行政目标进行政策采纳。

此外，受限的公众参与是另一影响因素。新河长制中，“民间河长”的安排
具有浓厚的党政色彩，主要由热心公益并具备一定专业知识的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以及党员担任。这样的安排受到无锡环保公众参与历史的影响。在蓝藻危
机之前，“环保斗士”与地方政府存在较为紧密的非正式关系；但危机后，社会
力量在强行政机制下逐渐被限制（陶逸骏、赵永茂，２０１８）。政府－社会互动结
构的改变使得在采纳新河长制的过程中，无锡对公众、社会组织以及媒体监督
等相对谨慎。地方政府完全遵照中央“民间河长”的要求设置，但并未真正调
动社会力量。民众主要参与河湖的管护，而监督与举报并不被明确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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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广州：河长制的转换和调适
不同于无锡，广州初期的河长制安排和运作是与中央政策“脱钩”的。随

着河长制的推进，作为地方工具的补充，中央河长制逐渐被纳入广州水环境治
理体系。在《意见》出台初期，广州遵从中央的基本制度安排，但在实际运作
中“自有一套”。广州市河长制仍依托２０１５年建立的“水环境整治联席会议制
度”。２０１７年，市水务局工作总结中记录，“共召开市水环境整治联席会议１３
次，市治水办协调会议５３次”。其中，问责也主要由市治水办负责。随着河长
制的逐步推进，中央“河长制”的要素逐渐被“吸纳”进广州治水体系，地方
水环境治理强度开始“加码”。例如，跨界治理机制上，尽管广州仍重点采用
“广佛跨界河流水环境综合整治联席会议制度”，但到２０２０年，广州增设了９大
流域市级河长。再如，尽管广州河长制的督导方案不独立设置，而是归入原有
的《广州市“治水”“治气”“治违”“治乱”综合督导工作方案》，但中央河
长制增加了考核实施的强度。自２０１７年至２０２０年，市河长办对５２２名河长进
行了追责。《广州市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制工作考核办法》和《广州市水环境治
理责任追究工作意见》将治水考核结果作为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
明确各级河长在完成黑臭水体整治任务前，原则上不得调整岗位。各级河长调
整岗位前，组织部门须书面征求同级河长办意见。这一强度甚至高于无锡。
２０２０年，问责以及处理举报的责任从“市治水办”变为“市河长办”。可见，
广州对中央河长制的采纳是逐步调适和转换的。广州在采纳中既保留了原有的
治理技术内核，同时整合了中央政策要素“为我所用”。

广州的制度策略源于其长期的水治理压力与制度探索的历史。广州的制度
历史具有鲜明的治理逻辑特征。新千年以来，广州在政府内部建立了复杂的水
环境跨部门治理机制。２００８年，市环保局和水务局联合建立了月度、季度联席
会议制度；２０１０年，以亚运会为契机，广州市出台了大量的治污工程长期建设
规划；２０１３年《广州市生态水城建设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中设立了“广州
市美丽城乡行动计划领导小组”，组长由市长担任，办公室设于市建委；２０１５
年，广州市开始实行市污水治理联席会议制度，办公室设在水务局，实行“一
周一报、一月一协调”，建立跨区域水环境保护合作平台。在长期的水治理压力
下，广州的水治理技术在探索中日趋成熟，且逐渐内化为地方政府的治理实践。

在治理逻辑的影响下，广州对中央政策的采纳主要遵循“为我所用”的逻
辑。是水环境治理压力，而非中央的政治激励，在河长制推进中扮演了重要角
色。例如，除了在跨界治水和问责方面对中央政策进行“加码”，“为我所用”
还体现在广佛跨界河流水环境综合整治上。２０１６年，《广州市水污染防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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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实施方案》就提出以广佛跨界河流水环境综合整治为重点，到２０１７年底全
市城市建成区基本消除黑臭水体。随着２０１６年河长制在全国推行，２０１７年４
月，广州出台河长制实施方案。同年出台《广州市治水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７—
２０１９年）》，明确要完成国家督办的３５条黑臭河涌整治任务。２０１８年开始，在
河长制框架下，广州印发了第１ － ７号市总河长令，开始推进中央所要求的黑臭
水体治理工作。此外，广佛跨界河流水环境综合整治联席会议制度仍在同步运
作。在２０１８年河长制推进工作会议中，广州市强调要“以河长制为抓手”，同
步实施上述２０１７年出台的行动计划。这意味着地方性水污染防治计划与中央的
河长制并行推进。中央的治理工具同时为地方提供补充：河长巡河机制是加大
人员投入的工具；污水管网建设资金也通过向中央申请获得。总之，中央的河
长制成为加码地方治水压力的机会，既巩固了地方政府既有的水环境治理目标，
也带来了新的环境治理机会和相应的治理工具与资源。

广州的治理逻辑与其强大的地方环境社会参与能力有关。在河长制中，广
州善于调动公众的力量，出台了颇具特色的“有奖举报”制度。２０１７年，《广
州市违法排水行为有奖举报办法》规定，有效举报的奖励最低３００元，最高可
达１００万元。此外，广州民间河长的规模较为庞大，至２０２１年已达到８８１１名。
这与广州民众环境意识的提高密不可分。２０１０年前后，广州爆发过大量的环保
抗议运动，构建了政社协商的空间和对话平台，多次成功倒逼政府履职。这些
群众力量形成了强大的水治理压力，而民主协商平台的建构也让社会力量可以
更顺利地进入地方水环境治理议程。广州在水环境治理中更注重也更容易调动
社会的力量。

（三）武汉：“长江大保护”下的河（湖）长制
对于缺乏治水制度基础的武汉来说，河长制几乎是全新的。武汉采纳的模

式是在形式上复制和遵从中央政策安排，但非实质性利用中央治理工具，脱离
了中央水环境治理目标。武汉河长制的建立基本遵从中央的要求。２０１７年３月，
武汉出台了实施方案，各项制度以文件形式确立。至２０１８年，武汉设立了４级
河长，纳入名录的河流（港渠）和湖泊实现了河长制全覆盖。武汉河长制的制
度建设看似完整，但在实际运作中，制度并未真正被实践。第一，忽视问责。
武汉河长制并没有真正实现中央所要求的“强化问责激励”，只是以文件确立了
问责制度。第二，“工程”色彩浓厚。为了实现中央环境指标，武汉将重心置于
治水工程方案，即“防洪水、排涝水、治污水、保供水”的“四水共治”规
划。河长制领导小组兼任“四水共治”工作领导小组。此外，２０１８年武汉军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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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举办，河长制治水指标也被顺理成章地“捆绑”进军运会的治水工程之中①。
第三，将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的目标合二为一。自２０１６年“长江大保护”提出
以来，武汉开始建设“长江新城”，环境治理压力转换成了经济发展机遇。通过
治水，吸引了大量环境企业，如长江生态环保集团，投资到生态保护工程建设。
在武汉大力引资的同时，水环境治理指标仅仅是“长江新城”景观与基础设施
建设的一部分。

“脱离”政策初衷与武汉水治理制度的工程逻辑有关。新千年以来，由于决
策者较为薄弱的环境观念以及以经济发展为先的治理理念，武汉治水制度的探
索相对迟缓。由于相邻省市的经济竞争，武汉对企业的环境限制实行“竞争攀
比”（吴志军，２０１５），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矛盾突出。正如武汉水利局的一位
工作人员所言，“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发展起来，保护环境的需求更为强烈，但是
武汉毕竟处于发展中，以经济发展为代价进行水环境保护是很困难的”
（ＨＺＧＳ２０１９０７１０）②。在这一理念下，武汉水治理体制长期处于“多龙管水”的
局面。治水规划也不成熟：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间涉水中长期规划仅有《武汉市水资
源综合规划（２０１０—２０３０年）》在实施，地方较少自发地进行治水制度的探索。
对于水治理而言，工程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与河长制相伴随，武汉市水治
理方案的核心仍然以工程逻辑为基础。如武汉市河长办对“四水共治”规划的
评论，“与河长制不同，四水共治是一个治水工程，侧重于工程治理、工程治
水”（ＨＺＸＫ２０１９１２２２）。

在河长制采纳过程中，工程逻辑的影响贯穿始终。从机会认知来看，对于
武汉而言，水治理不仅仅是行政任务，还是习总书记特别强调的政治任务。
２０１６年１月２６日，习总书记指出，涉及长江的一切经济活动都要以不破坏生态
环境为前提；２０１８年４月，习总书记系统阐述了“长江大保护战略”的内涵。
在这一战略下，河长制意味着强大的政治压力。然而，尽管政治压力强大，经
济发展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河长办某工作人员所言，“在武汉市整个大局
中，它（生态文明）肯定是不能够排到前８、９位的”（ＨＺＧＳ２０１９０７１０）。实施
“四水规划”和建设“长江新城”说明，治水工程是对水环境治理的回应，又
是对经济发展目标的契合。同时，在“四水共治”逻辑下，“领导相较过去更重
视治水，投资加大，工程项目变多”（ＨＺＸＫ２０１９１２２２）。

工程逻辑的形成也与较弱的地方公众参与能力有关。在河长制执行时，民
间河长主要应中央要求建立，其目的是“宣传”以获得公众支持。民间河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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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无法形成真正的治理压力。同时，公众环境问题反馈机制也不完善，主要
“依靠志愿者团体义务性走走看看”（ＨＺＸＫ２０１９１２２２）。媒体监督也未能发挥较
大影响。张梅珍和苏慧（２０２０）对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武汉较有影响力的党报进行了
抽样调查，发现关键词“水污染”和“水资源保护”的新闻数量占比分别仅约
为总数的１０％和２％。武汉在环境纠纷处理中，民主协商平台与渠道远未成熟，
“典型的是ＹＬ （武汉市的某乡镇）的垃圾焚烧事件，武汉市比广州落后至少１０
年”（ＨＺＧＳ２０１９０７１０）。在工程逻辑下，对公众环保意识和参与能力的培养也
被忽视。

六、环境政策采纳的多重模式

在栖居制度视角下，基于地方环境政策采纳的制度过程框架，通过对无锡、
广州和武汉三个案例的深入分析，可以识别出三种地方政府环境政策采纳模式：
嵌入、吸纳与脱耦（见表３）。在特定地方治理情境中，地方政府的历史制度逻
辑、地方政社关系结构影响了地方对于政策冲击的机会认知及采纳策略的选择，
型塑了差异化的环境政策采纳模式。

表３　 比较案例分析
制度逻辑政社关系结构 机会认知 地方环境制度变迁模式 采纳模式

无锡行政逻辑社会力量受限 政治激励
再造

利用新组织机构与机制替
换原有结构

嵌入
中央政策的激进
遵从

广州治理逻辑社会力量较强 治理压力
调适

保留原有组织机制并逐渐
过渡

吸纳
政策工具“为我
所用”

武汉工程逻辑社会力量较弱 政治压力 创制
从无到有建立新组织机制

脱耦
治理实践与制度
“外壳”脱离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所谓嵌入，是指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的整体遵从，完全嵌入中央政策目标
和制度安排之中。无锡是典型案例。在嵌入模式中，中央环境政策对地方而言
是强大的政治激励。地方政府会遵从中央的制度安排并与原有治理实践割裂。
在“争当典型”的驱动下，尽管原河长制与中央新河长制的要求存在差异，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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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仍通过“制度再造”完全嵌入中央政策工具以及治理目标之中。嵌入模式
与地方政府原有的行政逻辑和较低的政社互动相关联。在行政逻辑下，地方政
府原有的政策实践本就是通过动员行政系统实现的；地方政府一旦将政治激励
作为政策采纳的核心动力，其更有可能沿袭原有的行政逻辑实现组织结构再造。
无锡主要通过强化政治问责来实现中央政策目标，且在遵从中央对公众参与的
要求下，“谨慎”地调动社会力量。由于治理目标兼容，行政逻辑所具有的强的
协调能力和低的多政府部门与跨政府－社会边界协调成本，降低了地方政府政
策再造的成本，构成了“嵌入”式采纳的内在动因。

吸纳是指地方政府将中央环境目标和制度工具整合进地方环境治理安排的
过程。广州是典型案例。在吸纳模式中，中央环境政策对地方而言是实现环境
治理目标的机会。例如，广州虽然在制度安排采纳方面未完全遵从中央政策要
求，但在执行过程中，地方渐进地吸纳中央政策要素，将其视为实现既有的治
理目标的加码“工具”。这也符合中央环境治理的目标。“吸纳”策略与地方政
府的治理逻辑相关。由于广州拥有长期的水环境跨部门和跨区域治理历史；同
时，强的环境社会参与也催生了地方政府跨政府－社会之间的环境治理合作，
导致地方政府面临更强的环境治理压力，同时促进了水环境治理目标在地方政
府的内化，构建了广州市水环境的治理逻辑。在地方环境治理目标激励下，在
回应中央政策要求的过程中，在政策采纳的早期，地方可能依赖“包装”或
“拖延”以达到政策遵从。例如，早在２０１４年广州就试行了河长制。但时任水
务局局长认为， “当时的河长制相当于‘冠名’制”①，即名义上建立了“河
长”。这进一步说明广州对既有治水制度的强路径依赖。由于路径依赖，地方的
环境治理方式会延续既有制度实践（Ｈｅｌｇｙ ＆ Ｈｏｍｍｅ，２０１５），如联席会议制
度。随后，地方在满足中央要求的基础上进行渐进转化与调整，前期的“包装”
与“拖延”也为政策执行获得了更多的调适空间和时间。最终，中央的问责、
跨界治水等治理工具被零散而渐进地整合进地方治水体系，成为实现地方水环
境治理目标的工具和资源。

脱耦是指中央政策的制度安排与地方环境政策实践“脱钩”的过程。武汉
是典型案例。地方政府遵从了中央政策的“制度外壳”，但其内在的治理实践具
有强的延续性。在脱耦模式中，中央的环境政策对地方而言是政治压力。正如
武汉市水务局某工作人员描述，“环保督察快来了，我们市的领导就开始到湖面
上去看，他是被动的，他必须要完成这个任务，不然环保督查过不了关”
（ＨＺＧＳ２０１９０７１０）。在政治压力下，武汉河长制的建立是“应对式”的。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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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按照中央的要求建立了相应的制度，但由于其工程逻辑的制度历史，回应
政治压力的方式也依赖工程逻辑。不仅如此，政治压力似乎成为武汉市捆绑及
增添环保工程的机会。地方采取的“脱耦”策略及其工程逻辑的形成缘于地方
情境。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观念较弱，长期将经济发展置于优先地位；其制度
基础也较为薄弱，未形成环境治理体系，长期靠碎片化的环境工程输出达到环
境指标。同时，地方的社会力量也没有为环境治理提供支持或动力，甚至弱的
社会参与压力也放大了地方政府通过工程进行环境治理的必要性。在这些因素
的影响下，地方对中央政策环境要求的回应及环境数据的改善可能服务于政治
工程需求，而非中央政策目标所期待的提高环境治理效率或环境保护本身（Ｗ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七、结论与讨论

在环境治理过程中，为什么不同的地方政府会采纳不同的模式响应中央政
府的政策压力？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在栖居制度视角下，本文将执行问题界定，
为采纳问题构建了一个分析地方政府环境政策采纳过程的理论框架。通过对无
锡、广州以及武汉市采纳中央河长制的过程进行追踪，本文发现，不同的地方
政府可能通过不同的模式———包括嵌入、吸纳和脱耦，采纳中央的河（湖）长
制。同时，在特定的地方环境治理场域中，采纳模式的差异与制度历史、机会
认知、政社关系结构以及三者的互动紧密相关。

原有的有关地方如何响应中央环境政策的研究，主要是在政策执行的主题
下进行的。在委托－代理视角下，政策遵从与否、政策执行的力度大小以及执
行的效果好坏是关注的焦点。不同于委托－代理视角，在栖居制度视角下，中
央政策是模糊的、复杂的和多要素拼凑的（吴淼、郭瑞莲，２０２１；Ｈｅｉｍｅｒ，
１９９９；Ｂｉｎｄｅｒ，２００７；Ｈａｌｌｅｔｔ ＆ Ｖｅｎｔｒｅｓｃａ，２００６）。地方政府是主动的。地方政
府会基于地方情境，如历史制度逻辑、政社关系结构和机会认知，对复杂和模
糊的中央政策进行再阐释和再转译。地方政府最终的政策采纳模式———包括嵌
入、吸纳与脱耦，是嵌入在时间中的。在委托－代理视角下，“象征性执行”或
“实质执行”等（Ｔｉｌｔ，２００７；Ｖａｎ Ｒｏｏｉｊ ＆ Ｌｏ，２０１０）概念均强调最终的静态的
制度后果；这样的制度后果与执行效果之间的关系也隐含其中。但是，由于中
央政策在目标和制度安排上的内在模糊性，什么构成执行力度，以及什么构成
执行偏差都是问题。在栖居制度视角下，“嵌入”和“吸纳”模式都遵从中央
政策目标，但并不意味着地方“执行力度大”；同样，在“脱耦”模式中，尽
管制度“外壳”脱离地方实践，但其与执行力度无必然关联。同时，三种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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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中，对中央政策的遵从程度与环境治理绩效的关系也是松散的。
另外，本研究对环境治理绩效的研究也具有启示意义。不同的制度采纳模

式会影响地方环境治理的绩效吗？本文对三个案例中水质改善数据的追踪发现，
环境绩效的差异可能与不同地方的采纳模式有关。例如，广州通过对“河长制”
的实施不断“加码”，到２０２０年完成了全面剿灭黑臭水体的目标。与水质仍存
在反复的武汉相比，广州的水质数据持续提高，环境改善似乎已经发生。虽然，
比较不同地方的环境治理绩效需要控制更多变量，这一问题还需要深入的后续
研究。但是，这一结果仍然具有启示意义。首先，在地方环境治理过程中，是
否服从中央政策可能并不是影响地方环境治理绩效的关键。中央目标、制度需
求与地方治理情境的配适才是核心。正如广州经验所示，地方政府在采纳中看
似“脱钩”，实际上是将中央环境政策纳入地方治理情境。这种渐进式的制度变
革可能有利于制度绩效的改善（Ｋａｒｃｈ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即便如武汉，地方仍然可
能将中央的环境政策势能所带来的政治压力转换为治理机会，通过将环境工程
“打包”入政治议程，在一定程度上也实现了环境治理能力的提升。所以，中央
政府的环境政策既需要关注地方的治理能力和历史，也需要关注中央政策可能
产生的复杂冲击。同时，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响应、调适和实验的空间，也是
促进环境治理绩效改善的重要策略。

最后，本研究仍存在局限。在方法论方面，本文在案例选择的代表性、论
证的严密性、结论的外部效度以及普适性方面仍有待进一步确证。遵循理论抽
样的原则，本研究也发现存在多个与本文所选案例相近的案例———采取“吸纳”
策略的嘉兴，“脱耦”策略的重庆等。同时，二手资料较为离散，对于机制的论
证以及结论的外部效度需要更多一手资料的支撑，或者更多比较案例分析的检
验。在理论方面，本文基于栖居制度视角所建构的理论框架主要是概念性和启
示性的。需要注意的是，从采纳模式来看，本研究是从理想类型的角度界定的。
事实上，地方政府的环境政策遵从———从完全遵从的耦合和嵌入，到完全去制
度化的“忽视”———可能存在多种类型。连续谱而非类型化是拓展该概念框架
的新方向。从影响因素来看，由于本文界定的三种制度模式在具体实践中可能
存在交叠，对于特定地方政府的多重制度模式以及不同时间段所呈现出的不同
主导制度模式，本文缺乏深入分析。同时，由于时间因素的纳入，因素组合与
特定环境政策采纳模式之间的关系并不严密。总的来看，更多的比较案例分析，
识别不同要素组合之间的因果关系和机制；或者对某些典型案例———特别是类
似于作为先行者的无锡，进行深入的历史追踪，是拓展理论框架、打开其内在
的机制的重要方向。

·１１１·

嵌入、吸纳和脱耦：地方政府环境政策采纳的多重模式◆



参考文献
郭跃、洪婧诗、何林晟（２０２１）． 政府采纳人脸识别技术的政策反馈解释：基于杭州与旧金山的案例比较． 公共

行政评论，５：１５９ － １７７．
Ｇｕｏ，Ｙ．，Ｈｏｎｇ，Ｊ． Ｓ．，＆ Ｈｅ，Ｌ． Ｓ． （２０２１）． 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ｃ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ａｎｄ 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５：１５９ － １７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李昌禹（２０１５）． 拿什么保卫我们的水安全． 人民日报，２０：１ － ３．
Ｌｉ，Ｃ． Ｙ． （２０１５）． Ｗｈａｔ ｔｏ Ｄｏ ｔｏ Ｋｅｅｐ Ｏｕｒ Ｗａｔｅｒ Ｓａｆ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Ｄａｉｌｙ，２０：１ － 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刘江（２０１９）． 大气污染强化治理：激进动员、有限响应与默契互动．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３：２９ － ３８．
Ｌｉｕ，Ｊ． （２０１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Ｒａｄｉｃ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Ｌｉｍｉｔｅ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ａｎｄ Ｔａｃｉｔ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ａｎｓｕ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３：２９ － ３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冉冉（２０１３）． “压力型体制”下的政治激励与地方环境治理．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３：１１１ － １１８．
Ｒａｎ，Ｒ． （２０１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ａ “Ｐｒｅｓｓｕｒｉｚ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３：１１１ － １１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任丙强（２０１８）． 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的激励机制研究：基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视角． 中国行政管理，６：１２９ －
１３５．
Ｒｅｎ，Ｂ． Ｑ． （２０１８）． Ｔｈｅ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ｌｏ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６：１２９ － １３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陶逸骏、赵永茂（２０１８）． 环境事件中的体制护租：太湖蓝藻治理实践与河长制的背景．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
文社会科学版），２：９ － １８．
Ｔａｏ，Ｙ． Ｊ．，＆ Ｚｈａｏ，Ｙ． Ｍ． （２０１８）． Ｒｅ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ｇｉｍｅ ｉ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Ｅｖｅｎｔ：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ｎ Ｔａｉｈｕ Ｌａｋ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Ｒｉｖｅｒ Ｃｈｉｅ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ａｚｈｏ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９ － １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智睿、赵聚军（２０２１）． 运动式环境治理的类型学研究———基于多案例的比较分析．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２：６２ － ７８． 　
Ｗａｎｇ，Ｚ． Ｒ．，＆ Ｚｈａｏ，Ｊ． Ｊ． （２０２１）． Ｔｙ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ｓｔｙｌ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Ｃａｓｅ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ｖｉｅｗ，２：６２ － ７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吴淼、郭瑞莲（２０２１）． 生态政策的地方实践：场域、策略及效果———基于Ｊ湖国家湿地公园建设的实证分析．
公共行政评论，６：１２４ － １４３．
Ｗｕ，Ｍ．，＆ Ｇｕｏ，Ｒ． Ｌ． （２０２１）． Ｌｏ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Ｆｉｅｌｄ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Ｊ Ｌａｋ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ａｒｋ．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６：１２４ － １４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吴志军（２０１５）． 长江中游城市群协调发展及合作路径． 经济地理，３：６０ － ６５．
Ｗｕ，Ｚ． Ｊ． （２０１５）．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ｈ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３：６０ － ６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无锡市“河长制”管理工作领导小组（２００９）． 无锡“河长制”抓住了治污“牛鼻子”． 领导决策信息，２８：２０ － ２１．
Ｗｕｘｉ Ｃｉｔｙ“Ｒｉｖｅｒ Ｃｈｉｅｆ Ｓｙｓｔｅｍ”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２００９）． Ｗｕｘｉｓ“Ｒｉｖｅｒ Ｃｈｉｅｆ 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ｉｚｅｄ ｔｈｅ“Ｂｕｌｌ
Ｎｏｓｅ”ｏｆ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２８：２０ － ２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张凌云、齐晔（２０１０）． 地方环境监管困境解释———政治激励与财政约束假说． 中国行政管理，３：９３ － ９７．
Ｚｈａｎｇ，Ｌ． Ｙ．，＆ Ｑｉ，Ｙ． （２０１０）．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Ｌｏ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ｉｌｅｍｍａ：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３：９３ － ９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张梅珍、苏慧（２０２０）． 长江流域水资源生态保护的信息传播机制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安全与环境工程，
３：５４ － ５８． 　
Ｚｈａｎｇ，Ｍ． Ｚ．，＆ Ｓｕ，Ｈ． （２０２０）．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Ｔａｋｉｎｇ Ｗｕｈａｎ Ｃｉｔｙ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３：５４ － ５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张文琪、朱志勇（２０２２）． 责任制考试、通过仪式抑或学术仪式？———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制度的意义建构． 社会
学研究，１：２０３ － ２２５．
Ｚｈａｎｇ，Ｗ． Ｑ．，＆ Ｚｈｕ，Ｚ． Ｙ． （２０２２）．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Ｒｉｔｅ ｏｆ Ｐａｓｓａｇｅ ｏ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Ｒｉｔｕａｌ？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２０３ － ２２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庄玉乙、胡蓉、游宇（２０１９）． 环保督察与地方环保部门的组织调适和扩权———以Ｈ省Ｓ县为例． 公共行政评
论，２：５ － ２２．

·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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